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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ainland society i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ransformation is the birth of modern citizens. It depends on the effective 
modern citizen education to lay the social foundation to transform from the traditional subject 
society to the modern civil society. Civic education that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socie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s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Due to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ivic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should draw on the reasonable core of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e Western Civic Education, but not copy the Western model completely.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itize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absorb cultural nutr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s the core idea of civic 
education. However, the Confucianism was born i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nd is the product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modern 
citizens wit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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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国大陆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作为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现代公民的诞生。由传统臣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有赖于行之有效的现代公民教育

奠定社会基础。公民教育肇端于西方社会，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普适性意义。由于中西具有

不同背景的文化，中国大陆地区的公民教育既要汲取西方公民教育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合理内

核，又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模式。从传统儒学中吸收文化营养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内涵，

既有利于中国大陆地区现代公民的养成，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绵延，在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

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儒学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是传统农业文明与宗法社会的产物，

因此，必需用创造性的转换的儒学来培育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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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教育溯源 

公民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体。维基百科对公民作了这样的定义：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

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承担义务和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自然人。百度百科的

解释则是：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两大网络百

科解释略有差别，维基百科虽然认为公民权利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有所不同，但都没有提

到公民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平等的主体。在中国大陆，公民是个泊来词，来源于西方文化。

古希腊城邦生活共同体的成员（polites）与古罗马的市民（civis）是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具有

现代公民概念部分意涵的概念。西方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霍布斯、

洛克、卢梭、黑格尔与马克思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运用到类似于现代公民概念的词汇。

思想家柏拉图（Plato）首先提出“公民”（civil,civilian）一词，在其《理想国》一书中，特别

强调应透过严谨的教育，培育政治领袖及一般健全的公民。公民不仅是公共生活的自觉参与

者，法律、政治权利的主体，而且也是社会义务的承载者。 
中国古代虽然有“仁民”、“爱民”等词汇，公民词语出现相对较晚，比较早的是在《韩非

子·五蠹》中出现了“公民”一词，但《五蠹篇》中所言之公民[1]，表达的是民众意涵，与现代

公民概念相去甚远。而且，在其后的近两千年中，虽然“公民”一词也曾出现，但没有像古代

西方社会那样意义的公民概念。公民教育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最早提

出并进行公民教育的是古希腊，斯巴达要求将奴隶主子弟培养成体格健壮、忠于城邦的勇敢

武士；雅典除培养城邦成员的忠诚、勇敢品德外，更注意发展其智力和审美力，以便公民参

加雅典式的奴隶制民主社会生活。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些思想家，如黑格尔、费希特等都强调推行公民教

育。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称德意志帝国为有“最高价值的国家”，主张一切教育的目的就是

要培养忠于这个国家的公民。不管其政治、宗教信仰如何，都要从“意志力、判断力、精细性

和奋斗性”四个方面陶冶国民性格，培养其精神，使他们为国家服务。他还将公民教育与劳作

教育相结合，以使每个公民具有为国家服务的技能。教学内容通常包括本国的国体、政体、

法津常识、公民学等。有些西方国家除将公民课、地理、历史、社会学等课程的内容组成“社
会学科”外，还通过组织学生校外活动等方式予以加强。 

古代中国的教育培养忠于君主的臣民，与公民教育无关。近代中国的公民教育始于 20 世

纪初。1902 年，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现代公民”思想，认为要依靠“吾四万

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努力使中华民族成为先进强盛的新民族，开启了中国现代公民教育思

想的先河。1919 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1922 年该会拟定的《中小学课

程标准》，开始把公民科列入中小学课程。1924 年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发

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 年江苏教育会组织公民讲习会，制定公民信条：发展自治能力，

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争，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众卫

生，培养国际同情；议定每年 5 月 3 日至 5 月 9 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公民教育在民国时

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公民”一词被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衍生词在 20
世纪下半叶较少使用，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重新成为思想学术界的日常话语的组成部

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1985 年，大陆政府颁布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

论课程的通知》，决定在初中开设公民课程，但该计划因故未能实施。1995 年，国家教育委

员会颁布《中学德育大纲》把公民教育列为德育的组成部分。2001 年，政府颁布了《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表明公民教育在中国大陆开始提上

日程。部分高校展开公民教育的学术研究，并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但时至今日，政府对

西方意识形态抱持着非常敏感而谨慎的心态，在各类学校，公民教育依然包含在思想政治教

育之中，而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 

72



 

2. 中国大陆公民教育现状 

美国教育家与政治家霍拉斯・曼有句名言：“建共和国易，造就共和国公民难。”生动的

说明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与公民教育之困难。现代化是中国大陆当前面临的最迫切的社会问

题，通常以为，现代化包含诸多方面：经济、政治等，但是，人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最基

本细胞，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不完整的。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大陆就是要完成从

传统心理结构向现代心理结构的转变。由于中国大陆漫长的封建社会，臣民心理在中国大陆

一直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心理结构对大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比较有害的。因此，完成现代

化，必须改变这种臣民社会的心理结构，使之向公民心理转变。公民教育问题是大陆现代化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必须加以重视。 

中国大陆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并且落实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之中。从小学

开始一直到博士培养，都在落实思想政治教育，从政治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名称略

有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要求青少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改造，培养成所谓现代

化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由于多年来教材内容陈腐空洞，思想内容单一，严重脱离社会

现实，再加上教学手段陈旧，基本上不太受青少年欢迎。而极为重要的公民教育却受到排斥，

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缺乏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对以平等与自由为内涵的公民意识更是不理

解或者滥用。如果将西方的公民教育和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后发现，公民教育

的实质并不等同于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学术界注意到公民教育缺乏的严重后果，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李慎之早在

1997 年就曾经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最大差距。”[3]北京

大学出版社曾计划出版一套公民教育读本[2]，遗憾的是，书未出齐，就遭查禁。近几年，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的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呼唤公民意识，

健全社会民主法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3. 传统儒学对人的设计 

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儒学承载着对人的设计。《大学》的八条目指出：诚意、正

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用  “内圣外王”  四个字来概括，前五

条是讲“内圣”之道，后三条是“外王”。儒家认为，人是道德的载体，首先要做到的是修养

功夫，道德的修养好了，成为圣人君子，才能够治国平天下，做一番事业。如何才能够做好

这番道德功夫呢？儒家认为，人只有在人伦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与

发展，所以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从人伦关系来探讨治国方略。从其中

我们也能看到，儒家在家国同构中来寻找个人的存在，家庭是社会存在的基本细胞，国家是

放大了的个人，个人的存在必须以家庭为本位。传统儒学强调，个人的修养功夫就是使个人

的发展适合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发展的需要，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

特色所决定的。中国传统上是个重农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两千多年来，士农工商

这样的社会分层基本未变。这种农业文明要求以家庭为单位，以村落为中心，人们生活在一

个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中，

人们非亲即友，彼此熟悉，维系群体之间关系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宗法伦理，所以，梁

漱溟先生说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威的存

在，处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家有家长，族有族长，国有国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名义上

仿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以官员被称为父母官，主宰人们的生活。 
传统儒学铸就的社会心理在人们身上积淀形成持久不衰的“臣民”意识和“私民”人格，

与现代社会实践主体的公民意识要求相去甚远，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交往的全球化，文化

的多元化使这种矛盾冲突更加显现，国民的公民素养滞后于时代发展，千年儒学面对时代发

展课题的挑战，无可选择的必须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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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公民教育的回应：儒学伦理的现代转化 

对传统儒学批判性思维，并非意味着对儒学的否定。恰恰相反，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性思

维是儒学创造型转化的前提条件。从内容来看，公民教育至少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

法律层面，其二是道德层面。儒学对公民教育的回应主要表现在道德层面的道德培养与教育

以及对立法伦理的影响上。儒家的内圣学是一门“修己”的功夫，做人的学问。但由于传统儒

学发端于农业文明，面向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同构的专制社会，儒学关注现实社会人生

问题，所要解决的是封建专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伦

理关系反映的是臣民社会的心理结构形式。如此说来，是不是说儒学与现代公民教育是不相

容的呢？马克思·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曾指出，儒家伦理不同于新教伦

理，在新教伦理中，教徒希望获得上帝的救赎而内心极度紧张，因而一方面过着禁欲式的生

活，另一方面勤俭致富，以图证明是上帝的选民而获得上帝的救赎。这样的新教伦理开出了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是一种乐观主义，缺乏新教那种为获得上帝救赎

而努力工作的内在紧张与焦虑感。“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虽同属理性主义，但前者是对世界理

性的适应，后者则是对世界理性的主宰。”[4]所以，不可能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近代资

本主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儒家文化与现代公民教育也是根

本不相容的。因为公民教育是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产物。 
可是，社会现实的发展对韦伯的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样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与

东南亚社会在 20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实践层面回应了儒学

儒学与现代化的相容性。我们再来回顾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牟先生关注的是儒学能

不能开出现代的民主科学，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产生近代的民主与科学，最主要的原因

乃是中国文化“□性的架构表现”□够，而只有“□性的运用表现”。因此，中国现代化的主要

关键，乃是如何从“□性的运用表现”转出“性的架构表现”。如果能够，则传统的儒家内圣之

学开便能出民主与科学等新外王。牟宗三先生认为：要从内圣通向外王，从“□性的运用表现”
转出“□性的架构表现”，□能是直通、直转，而是曲通、曲转。他还认为：虽然科学、民主

是道德□性（□知）的内在要求，但因为科学民主与道德□性的本性相违反，因此，由道德

□性发展至民主与科学，中间需要一种“逆”的过程，即“转折上的突变”。这种“逆”或“转折上

的突变”，就是道德□性自觉地自己否定自己，转而形成逆其自性的反对物。而这样的过程，

也就是道德□性（□知）的“自我坎陷”。牟宗三先生从“良知坎陷”的文化理论说明了传统儒

学与现代化相容性。 
从精神文化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里看，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与社会存在密切相关联的。发端

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就像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

切相关一样。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古希腊罗马的文明，都不可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需要。问题是对待传统的态度。儒学在两千多年来就在不断的汲取其他文化或文明精神，具

有非常的包容精神，以适应变动的社会，并引领社会的精神指向。面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挑战，

儒学做出了成功的回应，“儒家命题，即儒家伦理和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并没有

反证清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韦伯命题，但却迫使韦伯命题只通用于现代西方”，
“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5]也就是说，儒学的包容性促

使儒学能够发生现代转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那么，儒学的哪些精神经过了现代转化对公民教育具有启迪意义呢？我想，至少可以从

下属层面来思考。首先，先秦儒学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精神的思想学说，用现代学术观点看，

可以与人本主义发生价值通约。人本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与目的性，而儒学的“仁”就包含着

人的主体性与目的性。在孔子那里，仁者爱人，仁者不仅能够修己安人，而且关切人的发展

与命运。《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人受伤。[6]古希腊思想家高

扬“人是万物的尺度”，中西地理区隔，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却何其相似。因此，对儒学“仁”
的思想的诠释及现代转化，完全可以成为公民教育的思想理论基础。在臣民社会，人被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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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意志决定着臣民的意志，人丧失了主体性与目的性。而在公民社会，公民是社会生活

的真正主体，其他的社会存在形式，包括政府、法律等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幸福与自由而存

在的。 
其次，儒学的“内圣”修养功夫有利于培养良好素养的理性的公民。林安梧先生曾指出：“内

圣学□是可以孤□而说的一种学问，内圣学是在具体的生活世界里，是在历史社会总体之下

所生长出的学问，所以当整个外王学已经有□变迁，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我们生活世界的实

况也有□变迁的话，我们的内圣学其实也是应该调整的。”[7]虽然“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并不

意味着，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儒家强调做个“君子”，养成君子人格，君子者，雍容

大度，合乎中庸之道，具有理性思维，从而避免走极端。因此，儒学的“内圣”之学完全可能

因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成为培养良好素养的、理性精神的公民方法。 
其三，儒家强调“任重而道远”，这是一种典型的责任意识。“仅具有良好品行的公民只是

被动的公民，要成为主动的公民还必须了解公民的权利，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积

极地承担监督和参政的责任。政府的事情就是公民的事情，因为政府只是代表公民在行使管

理权。”[8]《大学》八条目中的“治国平天下”不仅是社会理想与政治抱负，也是一种“修己达人”
社会责任感。权利与义务责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作为现代公民，不仅

要有权利意识，还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5. 普世价值与文化差异：公民教育本土化 

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目标，是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也是现代公民教育的核心价

值。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特征的民族文化，养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积淀。

在西方现代文明中，自由主义是广为接受的一种思想理论，其根本特征是建立在“个体”基

础上的个人自由，在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上是法律保护的契约关系。法律与契约是维系公民

之间关系的纽带与保障。这种法律保护下的契约关系有一个假设的并被已经人们接受了的思

维前提：人生而平等，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人们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关系。个体是西方现代社

会的基本细胞单位，群体的建立和存在的依据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体存在与幸福。因此，个

体主义是西方公民教育理论最基本的着眼点。但在以儒家文本为传统的中国大陆，从一开始

就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认为群体价值的存在是个体价值存在

的依据，因此，维护群体存在及其价值是个体的基本义务与责任。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

与契约的关系，而是建立在血缘纽带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的放大就形成了一

种社会秩序——礼制秩序，礼制秩序在中国行之有效达两千来年。但五四以来，传统的礼制

秩序受到来自异域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礼制秩序逐渐向法律秩序过度，并转化为法律秩序的

一部分。虽然，在中国大陆社会，礼制秩序在许多方面与法律秩序并存，但当二者发生矛盾

时逐渐让位于法律秩序。 
文化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必然要求。东西文化特质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在公民教育以及

建立公民社会时道路会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在建立的途径与方式上的差异，比如说，在

中国文化中，公民教育不仅要考虑法律契约关系，也必须考虑到家庭伦理关系。因为传统儒

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已经转化为一种心理积淀，具有文化预制的特征，这种预制是先天的、

潜在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回避儒学而谈公民教育是不可能的。但是。差

异不能导致公民教育的本质内涵与核心精神的消解。任何以差异为藉口，否认公民教育的核

心内涵与价值的普适性意义，都是与公民教育的背道而驰的，也是从根本上取消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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